
诚信如何可能？—— 儒家诚说的意蕴（陈科华）

陈科华 

诚信缺失是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据统计，每年高达

5855亿元，相当于年财政收入的37%。不仅如此，诚信的缺失还严重地扭曲了人类的心灵，

使人类精神生活处于一种高度的相互戒备状态之中，这一点无疑大大弱化了人们生活的安全

感。而没有安全感的生活也无疑是一种不幸福的生活。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诚信呢？关于这

一问题，我认为，除了要加强社会信用制度的构建之外，还应该加强对人们的诚信教育。而

欲使诚信教育取得较好的效果，就必须充分挖掘和吸收中外传统伦理思想史中有关诚信价值

观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我认为，孔子、孟子及《中庸》的诚说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

启示。 

一 

 

在儒家经典文献中，诚信问题一直备受历代儒生的高度关注。孔子教育的中心主围绕“文、

行、忠、信”四者而进行（述而），在《论语》中，孔子虽未明言“诚”，但他对“信”的

强调实际上已将“诚”的基本涵义彰显出来。在《论语》首篇《学而》中，孔子及其弟子反

复地谈到“信”，足见孔子及其儒家对于诚信问题的重视。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

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

仁。行有余力，则学文。”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有子曰：“信近

于义，言可复也。”等等。从孔子关于“信”的论述来看，其诚信理论的构建主要是从如下

五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从“道千乘之国”的角度出发，强调要“主忠信”与“敬事而信”。换言之，在孔子

看来，诚信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信用问题。如果政府讲信用，百姓就以真情相待，就不会想

方设法地欺骗当权者，此所谓“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君子信而后劳其

民”（子张）、“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否则，“虽州里，行乎哉？”（卫

灵公） 

第二，从“与朋友交”的角度强调“言而有信”。“朋友”是传统社会关系中超出血缘家庭

纽带（父子、兄弟、夫妇）与政治等级关系（君臣）之外的具有平等性社会交换的一种人类

关系类型。孔子认为，处理这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言而有信”。他说：“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那是根本无法立足于社会的。相反，

“信则人任焉”（阳货），讲信用就会得到他人的拥护，当然无事不成。即使是在非常困难

的情况下，也应该守信重诺，“久要而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第三，从“言可复也”的角度论证了做到“信”的可能性。由于“信”在本质上是指一种承



诺的兑现（“言可复”），那么，怎样才能使承诺兑现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信近于

义”，即你的承诺必须是合乎“义”的承诺。义，宜也；宜者，合乎现实的客观规律要求

也，具备承诺兑现的可能性也。我们知道，主观的承诺能否兑现或在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

就在于这种承诺本身是否符合客观的现实环境，尤其是与社会的法理是否相容。如果不相

容，就是不“义”之诺。而不“义”之诺要么是无法兑现，要么只能采取非法的方式才能兑

现。而后者作为一种“信”顶多只能说是一种“江湖义气”式的“信”，——孔子称其为

“小人”式的“信”（子路），而这种“信”的结果只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正因为

“信近于义”是“言可复也”的前提，所以，孔子认为，作为行为主体不要随便许诺即“轻

诺”，要“慎言”，因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言”易而“行”

难，这是客观事实，故“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第四，既然“信近于义”是承诺兑现的前提，而“义”作为事物之“宜”是一种理与情的统

一，是一个普遍原则与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这就意味着要做到“信近于信”并不一件很容

易的事。譬如，孔子认为，一般情况下，士君子应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子路），但

是，如果一个人仅满足于此，那只能算“小人”境界。因为，“小人”之“信”是不问所

“信”是否与“义”相符的问题。而真正的“大人”/“君子”在追求“义”的过程中有时

却不必那么守信。如管仲就不守于“匹夫匹夫”之“谅”即“信”，没有为公子纠殉死，而

是帮助齐桓公成就了“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宪问）。所以，后来孟子讲：“大人者，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但要明了“义”之所在，就必须善于“学”。

孔子说：“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阳货），即一个但讲信用而不好学习的人，因为不

明是非或“宜”之所在，就容易为人所利用，这样反过来会害己害人。“好学”是主体做到

“信近于义”的条件之一，这是孔子关于诚信之所以可能的重要理论环节之一。 

第五，“好学”虽有助于“好信”，但“好学”却不能代替“好信”。因为，“好学”所成

就是仅是一个道德“知”性的主体，而一个人知道“义”之所在却并不等同于他就会完全按

“义”的要求去做。从“小人”不知“义”之所在而能“言必信，行必果”来看，“行之”

并不等于“知之”，反之亦然——“知之”也不等同于“行之”。有鉴于此，孔子特别出

“言忠信，行笃敬”的命题。“忠”与“信”虽然都是对外在于主体的“他者”的一种承

诺，但实际上二者各有侧重。“信”，从人言，故其为承诺具有文本性质，是“我”与

“他”之间的一种约定。至于这种承诺或约定是否出自主体内在的真心实意，则不得而知。

而一个缺乏主体内在的真实的意愿支撑的承诺，其兑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孔子

认为，“信”必须以“忠”为前提。《说文》：“忠，敬也，尽心曰忠。”从“尽心”出

发，“信”作为一种约定或承诺不仅是主体的一种真实“想法”，而且主体有一种履行承诺

的真实“意愿”。所以，“忠信”之义与“诚信”相同。不过，需要重新指出的是，只讲

“忠信”而不讲“好学”也是不行的。因为，“忠”之“信”仅仅反映了主体对于承诺的真

心实意，但这种承诺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确的善的承诺，是否具备兑现的外在客观环境，

“忠”本身并不能说明，它必须引入“好学”方可。孔子强调君子要“笃信好学，守死善

道”（泰伯），“笃信”如不“好学”，如何知“善道”之所在呢？不知“善道”之所在，

“守死”的决心就会落空。 

由上可知，诚信之所以可能，除了外在的制度环境要以信用为本之外，作为内在的主体则一

方面要“信近于义”——而要知“义”之所在，主体又必须“好学”，成就一个道德“知”

性的自我，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主体的“忠信”与“笃信”意识。前者即“知”，后者即

“仁”。仁知互见，不可或缺其一。 



二 

 

孔子提出“主忠信”的命题，强调从仁与知两方面来强化诚信履行的可能性。但问题是，主

体如何才能树立起以“忠信”为“主”的内在确信呢？尽管“好学”使主体知“善道”之所

在，主体也有真心实意履行承诺的初衷，但是，在承诺的兑现的过程中，主体为什么往往并

未完全地按承诺的要求履行呢？这是因为：面向“善道”的真实承诺如要兑现，往往意味着

承诺主体的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而这种情况恰恰与人性的自为自利倾向是相矛盾的。如果

诚信=吃亏，谁会真心实意地讲诚信呢？但另一方面，如果诚信=占便宜，诚信必然会工具

化，而工具化的诚信与欺骗又有什么不同呢？ 

面对现实道德生活中提出的上述难题，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诚

信可能的内在根据。在孟子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讲诚信并非因为讲诚信可以让人获得比不讲

诚信更多的功利，而是因为讲诚信是主体内在人性的一种需要所致。孟子说：“诚者天之道

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关于“诚者天之道”的命题，孟子并未予以详细地论

述，但他将“诚”提到“天”之“道”的高度，这实际上是将“诚”这一道德范畴本体论

化。而“诚”的本体论化的意义在于：一是为人性之诚提供理论根据。因为，从“天人合

一”的理论范式出发，既然“天”之“道”为“诚”，则意味着人性亦为“诚”，这是孟子

提出其性善论的本体论依据。二是对“诚”的形上本体承诺，可以提升和放大“诚”本身的

意义。“诚”作为一主体性的道德范畴在经过孟子的本体论化后，其意义已提到了无所不能

的地步，“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这种非“诚”不

动的说法反过来有助于人们道德信念的坚定。这一点正如上帝的“万能至善”是上帝之所被

人信仰的原因一样。 

但是，作为主体的人与“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信仰与被信仰的关系。因为，在孟子的

视野中，具有超越性质的“天道”之“诚”被人“内在化”而成为了人性的主体部分。因

而，人与“诚”之间的沟通并不需要信仰，而是需要主体的“思诚”，这就是所谓“思诚者

人之道也”。何谓“思诚”？明儒王阳明认为：“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

工夫。”（传习录下）可见，“思诚”即“求诚”，也就是运用“心之官则思”的功能来将

内在于人性的“诚”彰显出来，使之成为意识中的主宰。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

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诚”不仅“备于我”，而且“思诚”是一项快乐的精神活

动。这样，孟子不仅赋予了以“思”达“诚”的可能性，而且还赋予了这一思维活动的道德

自足性。 

《中庸》的“诚”说较孟子有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首先，关于“诚者天之道”命题的论述更为详备。它描述了“天道”之“诚”的特征，即一

方面是“其为物不贰”，另一方面是“其生物不测”。前者说明了“诚”的特征，“不贰”

者，始终如一之谓，亦就是诚。后者则说明了“诚”的“生物”功能，“不测”者，数量无

限之谓。 

其次，关于人与“诚”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庸》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的命题。既明确地肯认了人性中的“诚”性内涵，又指出了以“修道”——“率

性”——“诚”的“诚之者人之道”。特别是《中庸》还把“至诚”即达到诚的境界的意义



提到了“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的地步，这种人与天、内在与超越之间的

契合无疑对于人们“求诚”之心具有极大的诱导作用。换言之，主体之所以“求诚”，一方

面是因为这是主体内在的需要所致，另一方面也与“致诚”的这种外在功能有关。 

第三，在对“诚”作本体论、人性论和功能论肯定的基础上，《中庸》提出了其诚信何以可

能的内在逻辑：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

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可见，下要获上的信任，首先要获得朋友的信任；而要获得朋友的信任，则必须孝顺父母；

而要孝顺父母，就必须“诚身”；而要做到“诚身”，又必须“明善”。无疑，《中庸》这

里的诚信逻辑论证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在道德修养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

儒家“内圣而外王”或“修齐治平”之道的另一表述。而从诚信论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能否

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其关键在于作为社会中每一员是否能“诚身”，也就是能否成为一个

“诚心、诚意和笃行”的道德主体。而要成就这样的道德主体，就必须明了什么是真正的

“善”。“明善”实际上就是欲成就主体的道德是非判断能力。而欲“明善”就必须“好

学”，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在此基础上“笃行之”。所以，由

“明善”而致“诚”，《中庸》认为是一种“自明诚，谓之教”的工夫。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庸》的“明善”论虽然认为“明则诚矣”，但是，一方面，主体知

道何善何恶并不意味着就能行善止恶，所以主体在“明善”之后要“笃行之”。换言之，

“明善”实际上是一个主体的知行合一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庸》认为“明善”除了需要

通过“笃行之”来促成外，还应该发挥人性本身所具有的“诚而明”的功能，即所谓“自诚

明，谓之性”也。这一点实际上指明了“明善”所应遵循的路径。这就是：要知道“善”其

实就在于人性本身。以此而言，《中庸》不仅看到孔子所讲的“知者利仁”的一面，而且还

看到了“仁者利知”的一面。这种对“德性的智慧”的强调乃是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特征。

所以，我认为，儒家的道德理性作为一种“德性之知”既是以德性或诚为认知或思的对象，

又是从德性或诚出发的一种“知”。而后者在《中庸》看来不仅是一种“不思而得”的

“知”，而且是一种“不勉而中”、“从容中道”的“行”，即“中行”。很显然，《中

庸》的这一论证具有以“内圣”来统括“外王”的致思倾向。这种论证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说

仍然是为了说明主体之“诚”的达成所具有的功能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强化主体“求诚”的

道德确信。 

 

三 

 

《中庸》把诚信之所以可能归约为“明善”，而“明善”又主要是通过从人性中挖掘出“诚

性”的资源。但这一论说只是指明了主体修养的用功或工夫的路向，这就是《中庸》所谓

“尊德性而道问学”，而主体如何才能从人性中求得这种“诚”或“善”，则需要进一步地

说明。为此，《大学》、《中庸》及宋明儒家提出了“存养”与“省察”两种修养方法。 



怎样“存养”？儒家关于“存养”提出了两种方法，即“主一”与“寡欲”，而两种方法又

是互相联系的。 

在《大学》中，关于“修身”之论主要由四个环节构成，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谓“正心”，就是立志，也

就是主体要有确定的道德修养方向。而“正心”的作用在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易言之，就是通过修养目标的确立来营造一

种“心安理得”的心理环境。但是，正如射箭一样（这是儒家常用的比喻），目标虽然十分

明确（靶心），但并不是每一个射手皆能镇定地瞄准，有许多的因素干扰主体的心理稳定。

所以，主体欲做到“正心”，《大学》认为还需要“先诚其意”。意为心之动。众所周知，

主体内在的意识活动往往是受到外在的复杂环境所制约，这必然使得内在的意识活动同样十

分复杂。如射手在瞄准靶心之际，意识中可能会掺杂进是否获奖等因素，这无疑会影响其注

意力的集中。所以，欲“正心”，就必须“诚意”，必须将意识中与修养目标无关的内容排

除掉，使意识活动集中于一点上，这就是宋儒所谓的“居敬”、“主一”工夫。程子说：

“敬胜百邪”（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一），又说：“主一之谓敬”（同上卷五）；明

儒王阳明则认为，单纯说“主一”还不够，还必须将“主一”之“一”定位于“理”之上，

因为，“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传心录上）。

我认为，阳明的补充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诚如阳明所说，如果“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

好货同是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同上）可见，“诚意”能否达成，不仅需要主

体的意识高度专注，而且还需要高度专注的意识集中于一种崇高的目标之上。而欲做到这一

点，主体就必须“寡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宋代周子则提出“寡

欲”必须寡到“无欲”的地步，“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周子通书·养心

亭记）程朱等理学家更进一步，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命题，将“人欲”与“天理”

对立起来。这样，通过宋明儒家的阐释，《大学》的“诚意”之说除了“一心一意”之义

外，还有“善心善意”的蕴含。 

当然，将“主一”变为“主于理”。而什么是“理”呢？宋明儒家所谓之“理”，多指“天

理”而言。这个“天理”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与人建立起联系？关于这一问题，朱子与阳明

虽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无论是“性即理”说还是“心即理”论，都没有否认“天理”可以被

主体内在的属性。所以，主体的“主一”工夫要落实到“主理”之上，就必须知道“理”之

所在，而且还必须知道“致理”的路径。这就是《大学》所谓的“致知格物”工夫。关于这

一点，前文已论述之，此不复言。 

怎样“省察”？儒家提出了以“慎独”为主的修养方法。 

如上所述，在儒家关于“诚意”的方法论中，由“主一”到“主理”的提升是通过“寡欲”

或“无欲”来实现的。然而，问题是，“寡欲”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因为，人作为生命的存

在本身是一个有饮食男女之欲的主体，尽管理学家认为孟子所谓“食色，性也”之论中的

“食色”仅指人性的基本自然需求而言——所以它仍属于“天理”的范畴，而超出这种基本

感性需要——如食前方丈、美色如云等要求即是“人欲”，但实际上“人欲”的内涵始终是

一个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变量，所以，主体的“寡欲”活动如要成功，就难免要

如佛家一样，必须“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传习录下），而事实上宋

明儒家的“主静”之说被怀疑有佛家的影响，就是说明。如果一方面要“寡欲”，另一方面

又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生活，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关于这一问题，儒家认为，主要是需要主



体对于自己的心理活动有一种不断进行“省察”的自觉意识，而这种“省察”的关键之处就

在于“慎独”。 

关于“慎独”之论，最早是由荀子提出来的。他说：“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

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苟）“诚”与“独”既是一种因果决定关系，同时也

是一种内外关系。《大学》也指出：“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就是

说，一个人是否“诚意”，必定会有其外在的表现。但是，由于主体行为的客观外在环境具

有不同的“场所”性质，这使得主体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会有不同的形态，换而言之，

“形”并不必然地是“中”的真实表达。如“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会注意检点自己的

行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而这种外在的“善”并不是“小人”的真实内心世

界。因此，单纯从“形”之“善”是不足以判断主体之“意诚”与否。然而，即使是在一个

外在的制度环境十分完善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总存在着许多无法被“监督”的空间，尤

其是存在着朱子所谓“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中庸章句）即“独”或私域处空间，而

在这种外在的监督机制失去作用的情况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往往会真实地表露无遗，如“小

人”在“闲居”时会“为不善”到“无所不至”（大学）的地步。有鉴于此，儒家认为“君

子必慎其独也”，即要注意自己在“独”处或私域空间的意念与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 

怎样“慎独”？《中庸》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一是从“微”处入手，“莫显乎微”，也就

是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因为，为小善，可以积善成德；为小恶，可以积恶成

殃。简言之，从“微”处慎独，既可以防微杜渐，也可以培养起一种良好的道德习惯。二是

从“隐”处着手，“莫见乎隐”，也就是“戒慎乎其所不闻，恐惧乎其所不睹”，即在无人

注意的独处之地谨慎自己的思想意念及行为。于此，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所谓之“独”除了

指一种空间性的“单独”的存在状态外，还指一种内在的“孤独”心理状态。而“孤独”有

时候并不一定是“一个人”，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主体外在的行为或许不会行恶，但其

内在的心理活动是否有“不善”的念头呢，这一点虽别人不知，自己还是知道的。因此需要

加以防止。否则就是自欺欺人。所以，《大学》强调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诚意”首先是不要欺骗自己。如何才能做到不自欺呢？《中庸》除了提出主体要有一种

“戒慎”即警惕意识，还提出了一种“恐惧”意识。而这种“恐惧”意识也就是后来程朱所

强调的“居敬”意识，它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敬畏意识，相当于康德所云的对心中的道德律的

崇敬心理。 

 

综上所述，儒家的诚信论虽然重视外在的制度建设对于诚信之所以可能的影响，但是其理论

的重心却是在如何构建一个诚信的主体。而诚信主体的确立又主要表现在是否“诚意”之

上。而要使主体的“意诚”，就必须通过“存养”和“省察”工夫来使人性中的“诚性”呈

现与挺立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儒家的诚信论是一种道德修养论。这一点与现代社会的

诚信侧重于契约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契约主义的诚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信任关系，它需

要一种相应的制度安排才是可能的。而儒家的诚信观则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定位于对道

德原则的信赖之上。由于这种道德原则的形上化即“天理化”又消解了它自身的超验性质，

这使得主体对“天理”的信赖较之于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在程度上要弱一些，

这样，从内在超越衍生出来的道德原则对于主体的制约是“欠强制性的”。当然，正如我们

在上文有关“慎独”思想中所看到的，在《中庸》这一儒家经典中，事实上包含了一种宗教

的可能性，但由于儒家人文主义对于“天”这一超越存有一直抱有一种“无言”或“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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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因而终究未能发展出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道德修养体系。不过，在一个宗法一体或

家国同构的“熟人”社会里，儒家的这种诚信理论是能够满足构建一个信赖社会的思想需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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